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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促进学生健全发展的专业责任者，教师理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然而当前教师德性却日益迷失。提升教师德性的途径可以归纳为榜样宣传、培训说教、政策推进三种方式。从根本来看，师德提升不可能通过树立师德榜样让广大教师学习来达成，更不可能延续传统的道德培训和说教来完成，只能尽快反思和审视当前与教师相关的教育政策的伦理特性，确保教育政策的正当性来确保教师德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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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尚未健全的市场经济催生了大量弃德而求“富”追“利”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逐渐蔓延到本为净土的各类学校，在广大教师身上也日益显现。教师的道德迷失逐渐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一些教师陷入功利化的漩涡中，出现一切以利益为导向的教育行为，他们在教育实践中大多采取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处理各种关系，谁能为教师带来“好处”，谁就会受到教师优待，否则会被边缘化，甚至被排斥和羞辱，从而使师德“蒙尘”。而现实中不断发生的一些教师弃“德”事件更是反映了提升师德的刻不容缓。例如：令人震惊的发生于2013年的浙江温州某幼儿园教师颜某残忍虐童、海南某小学校长带小学生开房，不断被媒体曝光的教师或校长性侵学生等不可饶恕的违法事件，近期在网络也不断爆出教师严重“失德”事件，例如各地出现的幼儿园集体被喂药事件、北京等地幼儿园教师的虐童等，教师的道德水平正遭受社会舆论的广泛质疑，对教师的不信任越来越普遍，甚至恶意的谩骂诋毁也此起彼伏。作为培育学生健全成长的专业角色承担者，此种师德状况着实令人堪忧。显然，作为立德树人的专业工作者，教师道德的沉沦会对学生道德发展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那么，面对师德的“沉沦”困境，既然“德性是人的一种获得性的品质，拥有并运用这种品质将使我们获得对实践具有内在意义的利益，而缺乏这种品质则妨碍我们获得这种利益。”[
]为什么教师会舍弃符合教育内在利益的道德，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尽量减少教师的弃“德”行为，促使教师的道德品质——德性之提升？
一、师德榜样的树立：教师德性提升的可能路径及其局限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人们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但令人揪心的是，社会中弃德逐利现象越来越多，疯狂攫取利益成为很多人的首要追求，再加上制度规则的正当性不够，导致社会利益冲突不断，开始出现阶层分化与固化，各种贪污腐败现象也逐渐增多。经济与道德似乎成为悖论，即要想富，先要牺牲道德，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只能甘受清贫。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校中承担教书育人职责的教师也往往陷入利益漩涡，价值观念发生异变，一些教师不再坚守崇高、无私、奉献的道德价值观，反而成为宁要利益、不要道德的功利追求者。
为了扭转这种趋势，我国提出了以德治国，并通过多种方式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这其中采用最多的就是树立道德模范和榜样。其操作程序一般是寻找探访可以用来宣传的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先进人物，然后通过宣传部门的组合包装，大力宣传有典型事迹的榜样精神，再通过一系列动员机制，发动号召广大民众学习榜样，在学习活动中继续探寻新的榜样人物进行表彰和奖励，同时通过批评或惩罚的方式鞭策“后进”——不主动学习或有排斥倾向者。“它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人们学习榜样”[
]。榜样教育其实在中国并不陌生，在封建社会，我们就通过列女、孝子、义士、圣人等等“好榜样”来进行道德教化，曾经使多少人臣服于儒家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理之网中，这是榜样示范的历史传统；在当今社会，我们主要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树立各种道德模范，谁的奉献越多、牺牲越大，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谁就可能成为标杆和榜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张莉莉、孟二冬等人都曾经或现在仍然是这个时代的道德英雄，其中在教师群体中树立的榜样数量占有庞大的比例。树立师德榜样让广大教师学习模仿，这个办法在中国的各行各业中曾经广泛实施，直到现在，各种各样的榜样仍然呈现在我们学校的教科书、宣传墙、黑板报、教室等上面，在各类报纸、电视等公共媒体上似乎也越来越多。
在师德建设中，显而易见，树立榜样示范，表彰道德先进，以便让其他教师学习，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对教师进行道德教育的方式。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少数人所达到的道德境界让更多教师学习，以便每个教师都成为道德高尚之师。这个模式在改革开放前的封闭年代，确实效果明显，人们认为榜样就是自己努力的方向，学习榜样是实现人生价值，提高德性修养的基本途径，而且，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绝对单一化的，行为则需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具有螺丝钉精神，“党叫干啥就干啥”，这使得人们的道德主体性被完全压抑，在制度规训和社会风尚的影响下，学习榜样，争当先进是当时的普遍心态，其学习成效也是显著的。成千上万的教师在共产主义道德的感召下，不谈回报，不计较个人得失，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尚不健全及其逐利本性，充分解放了人的物质欲望，但也导致崇高精神式微，物质欲望膨胀。很多教师也放弃了追求高尚师德，随波逐流。尽管还在不断树立各类榜样，但效果却大不如从前。现实情况是，榜样的力量逐渐在弱化，很多人承认榜样的高尚伟大、赞赏其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德性，但自己却不愿意学习。觉得还是追逐物质利益比较好，有的看着榜样的行为是感动流涕，一旦到了真实的道德冲突情境中，则天平仍然偏向了实际利益的获取。这个悖论反映出，人们尽管在思想中都反对私欲，鄙视贪婪，仰慕那些无私奉献的利他主义者，都将无私视为美德而将自私视为恶行。但是现实中仍倾向于维护个人私利[
]。在榜样示范中，为什么很多人口头上愿意学习，实际中却无动于衷呢？为什么榜样如此之多，教师的道德却越来越成为问题？由此可见师德榜样的真实效果不尽如人意，在时代的价值观不断变革的时代，很多人已对榜样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因而，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曾经非常有效的榜样教育在当前现实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差强人意？应该在教师德性培育中树立什么样的榜样？
这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核心原因笔者认为，第一， 树立的师德典型，大多是先人后己、崇尚奉献和牺牲，是一种不要利益、只尽义务的苦行僧。一些榜样甚至不顾家人死活、不顾自己身体病痛，坚守所谓工作岗位或课堂讲台，以致“英勇献身”于教育事业，这种不以人为本的榜样让教师效仿，以前可能还能够被接受，因为他们是为了特别崇高的理想而生存，但现在的大多教师对此就存在疑问，对这些榜样的行为往往很怀疑其真实性，或者觉得成为这样的教师很高尚，但不敢学习和效仿。其实，如果教师都成为这样的苦行僧，一方面对教师来说极不公平，谁都知道他们的劳动辛苦，付出极多，如果没有合理的利益回报，谁还愿意做教师？另外，即使教师都成为君子，那么在当前市场经济还不健全的条件下，也不一定会使社会风尚迅速好转，反而可能滋生越来越多贪图便宜的小人，造成“君子吃亏，小人得利”的境况。社会可能会陷入更加不道德的境地，扈中平对此做过分析，他强烈批评那种牺牲型道德，认为无条件地把“利他”、“奉献”和“自我牺牲”等视为道德的核心是不对的，这种道德价值观不利于公平、公正的社会关系的建立，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其强调要重视物质利益的分配公平，通过合理利己而利他[
]。邓小平对此也有深刻认识，在改革开放后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 ，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不讲教师合理的利益回报，只强调教师的牺牲、奉献，把教师比喻为无限奉献的春蚕、蜡烛、园丁，就是对教师的道德绑架，基于此树立的师德榜样就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这在理论上是极不公平，缺乏正当性。在实践中则是对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的扭曲。 

第二，即使是树立强调义务与权利平衡的师德榜样，它对教师德性的提升仍然有限，正如前面所言，一方面由于人性本身存在的恶的一面，宁愿选择庸俗也不要高尚的人在当今社会大有人在，另一方面，榜样教育的方式毕竟不具有强制性，人们基本是遵循德福一致的方式来进行选择的，在相关教育制度建设滞后的情况下，如果榜样意味着“老实人吃亏”，那么大多教师就不会自愿成为德性教师，这表明具有强制性的制度本身才是决定性因素，只有持续地审视师德政策的正义程度，不断改进相关教育制度和政策的公信力，才可能促进教师真正承担育人使命，修炼自我德性。
第三，在当前仍然普遍采用的榜样示范中，为了树立完美形象，一些榜样人物是宣传部门刻意修饰加工的，例如，社会广泛学习雷锋同志，为了树立其道德圣人的角色，就有刻意加工裁剪的成分，以致真实的雷锋就只是异化成了宣传的“高大全”符号，有学者指出“雷锋逐渐成了国家伦理的典范，成了中国人心中的精神偶像和道德神话，他是那么的完美无缺，令人震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公而忘私’、‘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等，都是对雷锋精神的经典表述。”[
]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下，这样的雷锋精神显然不可能成为大众模仿的对象，因为这不符合德福一致的伦理原则，雷锋做好事，其实在内心也是一种愉快的体验，试想，如果每次雷锋做好事都受到批评和惩罚，那么雷锋的行为还会延续吗？由此，如何建构德福一致的原则，促进相关制度与政策中合理利益与坚守德性的统一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为了社会道德危机的化解和道德修养的提升，而刻意继续创造更多的道德先进模范，让包括教师的广大民众学习，可能只会使得社会中的道德骗子越来越多，道德投机主义盛行。而且，为了树立高大全的形象，榜样失去了其真实性的情况下，榜样可能就成了人人仰望的“神仙”，可以膜拜但谁也不愿真心效仿。
所以，师德榜样尽管是一种常见的可以提升教师德性的方式，但我们也需要充分考虑到其局限性，道德模范应该是真实而合乎现实逻辑的，教师从内心觉得需要效仿，愿意成为榜样展示出的那种高尚之人，才能起到对教师德性提升的积极作用。基于此，有学者认为社会急剧变革时代教师道德形象开始从“道德榜样”到“道德能动者”转变，前者是一种被动顺从、缺乏道德反思的形象，后者是基于道德想象力和道德选择能力的积极思考形象。[
]这种形象转变反映了道德榜样在转型社会的局限性，通过树立教师道德榜样来提升教师德性已不再是最有效的途径。
二、师德培训和说教的教师德性提升方式
除了榜样塑造外，对教师的德性培育还有很多方式，其中最常见的是教师道德培训和说教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在各种教师培训中设立师德课程，专门讲授教师应该具备的道德修养，或者由学校领导和专家来开展讲座，告诉教师怎样修养道德等，目的都在于让教师深刻领会所谓的高尚师德内涵，坚持学习，体现于教育行动。还有就是实践中的师德考核，对所谓违反师德规范的人进行批评训诫等等。这些方式都包含一种理念，即教师不可能知道自己应该拥有怎样的师德行为，或者教师不会主动修炼德性，只能由相关教育行政部门或其委托下的专家学者来制定师德的具体标准和内容，然后通过各种培训和灌输，把这些要求传授给教师，然后据此对教师的师德进行评价和考核。其本质是道德规训，这种观念认为，作为没有主体性的教师是道德无知之人，没有相关的持续培训和灌输，教师就可能在教育实践中无所适从，行为会很任性而盲目，从而因“无知”而弃“德”。这种方式的师德培育有一定的合理性，曾经在以往的教育实践中大行其道，在封闭的年代，其也起到了很大的效果，促使教师的德性大面积提高。
然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逐步落实以及人的解放历程的加快，这种否认教师道德主体性的道德说教已经渐渐呈现其不足。教育培训的方式尽管确实对教师的德性培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已不是提升教师德性的根本办法，一般教师不是不知何谓高尚职业道德和修养，而是利益驱动下不能正确认识利益和德性的关系，部分教师为欲望实现可以不择手段。例如为提高升学率，赚取名利而置学生身心健康于不顾，各类作业、考试、补课等行为一再加码，使其日日熬夜，严重伤害学生身心健康。作为与学生朝夕相处的人，教师难道不知道这种后果吗？某些中学为了严抓升学率，往往贴出很多不人性的标语：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等等。这种“反教育”行为是教师认识糊涂导致的吗？教育部门一再强调不准有偿补课、不准乱收费、不准体罚学生，难道违反这些规则的教师不知其不良效果吗？所以，再多的教育培训，再多的道德说教，可能对于教师道德危机的扭转难以起到根本作用。因为再完善的师德培训和说教，如果没有教师内心的自我认同和坚定信念，没有教师的教育良心保证，其实在现实中很难被教师落实于教育行为中，而随着教师主体性的觉醒，这种灌输式的道德规训已开始让越来越多的教师不再接受，从而尽管其内含很多合理性，对教师的道德认知有启发作用，但仅仅凭此难以起到理想效果。
我国传统的师德教育采用的很多方法随着时代的变化已经需要进行扬弃，教师德性培育的方式必须有新的思路，曾经最普遍的树立各种各样的师德榜样和师德灌输尽管还有存在的价值，但面对日益严重的师德问题，已经不是根本的解决途径。基于此，要想使教师德性有根本的提升，需要深入思考教师之所以“失德”的社会基础，并找到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易言之，我们应该根据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核心特征以及人们价值观发生的变化，探寻新的教师德性提升思路。
三、师德提升的根本：走向正义的教育政策建构
现有的旨在提高教师德性的方法之所以不能抵御教师道德危机，其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实行，承认了付出与利益应该平衡，这大大解放了人的物质欲望，体现了付出与补偿的平衡，能极大地促使人们为获得利益而服务于社会。但如果体制不健全，相关规则缺乏正义精神的情况下，也容易导致崇高的精神追求逐渐式微。当前，由于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名利至上、拜金主义的继续发酵使大多数人把幸福寄托在财富的占有和名利的丰收上。德福不能一致，而“财”却与“福”获得了高度一致，这样，师德的提升作为一种精神生活，被很多人觉得无足轻重。想起诗人北岛的一句很有名的诗词：“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话好像可以理解为“怎么都行”，一个人愿意卑鄙，就让他卑鄙吧。而卑鄙的人在社会好像真的能左右逢源，畅行无阻。而愿意成为德性之人，那就讲道德吧，至于经常吃亏，“好人不得好报”，那也是自己选择的。面对别人的卑鄙而变得富有阔绰，高尚的人可以选择坚持道德或者可以随波逐流，或者可以遁世逃避，总之，你可以“自由”选择。我们从现实可以感受到的是：选择高尚者大多贫贱地终老一生，或者孤独地甘受清贫，而选择卑鄙者则经常出手阔绰，风风光光……强烈的对比是什么造成的？为什么道德之人除了所谓孤芳自赏外却不能幸福一生？以致越来越多的人宁愿选择卑鄙。答案只能是体现为制度形式的各种政策、法律、文件、规定、规范、通知、要求、律令、守则等。（为表述方便，这些制度形式在以下表述中简称政策或规则，包括有关部门制定的与教师有关的各种规范体系），是可以影响人、支配人、甚至强迫人的各种“游戏”规则！
    以往治理道德教育危机的途径，一般主要是从探讨德育的具体方式、德育的目标、内容或组织形式等方面入手，用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药方，结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道德现实来看，似乎没有成功遏制道德表现总体滑坡的趋势。有人甚至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道德修养比较好，道德滑坡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结果。这种结论反映了某些人对道德核心的无知，错误地把取消道德主体性的奴性道德当作道德教育的真实表现。扈中平指出：“德育工作及其效果之所以会落到现在这种尴尬和无奈的境地，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改革开放，而是由于我们对道德本身、尤其是对道德的核心的认识不当所造成的。”[
]继而提出了利己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道德的核心是人性化的公平公正。这就要求我们不仅重视道德教育自身建设，更要从制约道德的相关政策改革入手，每个人都是在规则中生活，不正义的规则和其影响下的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影响往往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完整的道德教育必须归结于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的合力，兼顾政策的外在秩序和道德的自由意志，把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有机统筹起来。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的逻辑关联是，道德他律是道德自律的前提和基础，道德自律是道德他律的终点和旨归。制度作为他律的一种形式，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显而易见的是，接受过学校道德教育的人都知道什么是有道德的行为，怎样做有道德的人，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看到老人摔倒不敢去扶？看到遭遇车祸的小悦悦躺在马路上而无人上去搭救？为什么那么多的贪污腐败，前“腐”后继？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总是老实人吃亏，无商不奸？如果一个人一直生活一个政策伦理不够健全的社会，那他会不会有道德？笔者认为，尽管每个人都有一定的道德自觉和道德意志，但最终一般人无法在不道德的社会中坚持自己的德性，除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德性的普遍坚守必须依赖于正当合理、由于尊重每个人而被内心认同的正义规则。
    “正如人不能脱离其生存的环境一样，道德教育活动也必须在制度环境中进行。人是一种制度性存在，同时又是一种道德存在。制度是人活动的产物，人的道德的发展离不开制度。”[
]一个想要维持良序的社会，一个旨在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如果认同的是所谓性善论，倡导善而对恶的惩治却不够，天天高举道德榜样让所有人学习，却对故意作恶者过度宽容，以至于“有道德会吃亏、卑鄙可以幸福”，那么社会的不道德或伪道德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尽管不断推出新的榜样供大家学习，师德规范不断修改、师德培训层出不穷，关于提高师德的政府文件也连连下发，但教师道德却并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某些教育政策或规则中还存在不合理之处！教育政策的某些方面缺失正义的精神，没有把握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并通过规则的力量切实予以保障，那么教师德性的培育就变得没有支撑。我们应该“把落在传统教育学理论视野之外的制度纳入进来，把制度看作是教育的资源、教育的手段，甚至是教育的过程，倡导建构道德的制度来培育道德的人”。[
]
教育政策伦理的建设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体系，但核心应该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制度的终极价值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对于教育政策来说，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教育政策的应有理念，其内在的诉求就是自由、平等、公正和民主等，要求尊重所有人尊严的基础上保障每个人平等基础上的自由，促进每个人的发展。具有这样价值内涵的政策才能促进教师德性培育。总体来看，制度规则是德性形成的主要基础，有什么样的规则，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德性。不合理不正当的社会规则，作为一种“结构性的暴力”[
]，会泯灭普通人的善良人性，扼杀内心的道德良知，激发人性中潜在的种种恶，促使社会“缺德”普遍化、常态化。
总体来看，当今教师在社会的不道德前提下开始出现日趋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化社会的不健全导致人们追逐利益的不择手段，即见利忘义，名利面前难有“高尚”的地位。这是当前某些社会规则缺少正义内涵导致的，它不仅没有使每个人得其“应得”，反而少数不道德者往往能够获得比坚守道德之人更多的利益，制度规则的应有权威也就荡然无存。“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人类在物质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出现了严重的脱臼与断裂。倘若没有制度权威，每个人都根据个人的好恶欲望和利益看待问题、决定行为，人们遵纪守法的意识就会荡然无存，也就不会有服从管理的义务，社会公德教育和公民道德养成也就成为空谈。”[
]

教师作为社会的普通职业，也无法摆脱利益的困扰，在社会普遍追求利益和欲望满足的时代背景下，不管我们把教师说的多么崇高，最终都应该体现在教师的经济收入相对较高、政治和社会权利有保障、专业权利能够落实的基础上。否则，就会给教师德性的提升带来极大的悖论，在教师群体中容易形成两面人格，造就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教师道德在本质上是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方式在教育中的反映，社会如此，却要教师不如此，从逻辑上行不通。要想根本扭转教师德性的迷失趋势，要教师努力成为“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德性型教师。就必须首先审视教师德性存在的政策环境，考察相关教育政策是否是以人为本，是否能够把教师的切身利益和其德性提升密切结合起来，使得体现教育良心、坚守教育职责的教师获得最大利益，而违反师德，对学生不负责的教师获得利益最少，才能为教师德性提升提供充分的保障。这样的教育政策才能体现正义的精神，“通过制度的改造与创新，使校长和教师切身利益的获取同其促进学生发展的实绩紧密关联起来，让校长和教师心无旁骛地奉献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发展。”[
]这是教育政策革新的根本方向，教师优秀道德品质的养成需要在正义的教育制度规则的保障过程中才可能实现。因此，全面审视当前教育政策体现的伦理特性，确保正义的教育政策能够健全并全方位实施无疑是当前教师德性提升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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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ssibility of Ascension Teacher Virtue


Yang jian-chao   Yi lian-yun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Beibei，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As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pers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eacher should possess noble moral quality, but the teacher's virtue is increasingly suffering from social questioning. To resolve this crisis ,it is impossible that establishing the moral example so the majority of teachers try to learn, and it is also impossible to complete by continuing the traditional moral training and preaching,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reflect and review ethics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ng proper education system to ensure teachers can promote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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